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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魏偏偏 　 赵嘉婕

　 　

一、引言

古代人类遗骸的疾病研究作为生物人类学的核心

分支，兼具揭示人类健康演化历程与解码社会文化变

迁的双重价值。① 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多局限于对骨骼

病理特征的描述，未能充分阐释疾病如何作为隐形参

与者，深度嵌入古代社会结构、人群迁徙与文明演进的

进程之中。② 而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多

学科研究范式的递进与融合③，正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局

限④，推动古代疾病研究重塑我们对人类历史与健康互

动关系的理解。

学界将人类古代疾病研究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

时期，第一时期以动物遗骸研究为主，后三时期则是体

现了人类对疾病与历史关联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具

体来说⑤：（１）起源时期 （１９ 世纪中叶至一战）对个
体古病理的初步观察，虽尚未形成系统方法，却已开启

从骨骼痕迹窥探古代健康的思路，为后续将疾病与人

群生存状态关联奠定基础；（２）整合时期 （一战至二

战）放射学、统计学等生物医学方法的引入，使古病

理学成为独立学科，此时的研究不再满足于识别疾病，

而是开始通过病理特征的群体差异，试探性关联古代

人群的生计模式与生存环境，例如通过骨骼感染率推

测聚居地卫生条件，迈出了疾病链接社会的第一步；

（３）新发展时期 （二战结束至今）则迎来认知的两次

关键突破，一是基于体质特征的科学诊断标准形成，使

研究者能通过代谢性疾病的分布、创伤的类型差异，精

准解读古代社会分工 （如农牧人群的骨骼病变差异反

映生业模式分化）与暴力程度 （如颅骨创伤频率关联

群体冲突）⑥；二是古分子方法的引入，彻底打破病原

体演化与传播的时空壁垒，通过古 ＤＮＡ 测序、蛋白质
组学等技术，研究者得以追溯鼠疫耶尔森氏菌的遗传

谱系与贸易网络的绑定关系⑦，还原疟疾寄生虫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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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扩散路径①，首次从分子层面证实疾病是塑造人

群迁徙与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

传统研究以骨骼、牙齿病理观察为核心②，其价值

远不止于初步诊断疾病。通过对体质特征的量化分析，

研究者能将个体病变转化为群体认知③，例如对比贾湖

遗址与西坡墓地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发现农业转型

可能导致人群营养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健康水平④；结

合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考古背景，更能揭示疾病易感性

与饮食结构、生计模式的深层关联⑤，如青铜时代单一

农业人群的龋齿率高于农牧混合人群，印证了生业模

式通过饮食塑造群体健康的认知，使疾病研究成为解

析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依据⑥。而分子生物学技术

向考古学领域的渗透，则实现了从形态描述到机制阐

释的认知跨越，填补了传统研究无法触及的疾病与历

史互动空白。⑦ 依托古分子技术，研究者不仅能重建古

代病原体的基因组信息、精准还原鼠疫、疟疾等传染病

的流行趋势，更能通过病原体分布与贸易路线、迁徙轨

迹的叠加分析，重构疾病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⑧，例如

新石器时代末期鼠疫耶尔森氏菌通过欧亚早期贸易网络

扩散的分子证据，印证了疾病传播与人类物质交流同步

发生的历史逻辑，使我们对古代人群互动的理解不再局

限于器物、技术的传播，更纳入了隐形病原体这一关键

变量⑨。此外，古分子研究还揭示了人类与病原体的基因

共演化关系，如欧洲人群中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的 ＴＹＫ２
Ｐ１１０４基因变异的频率波动，反映了疾病对人类基因组的
长期选择，为健康与演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分子层面的

实证。瑏瑠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将古代疾病发展历程的

“新发展时期”细分为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研究与多

学科范式三个认知阶段 （不涉及仅依据历史文献的古

代疾病研究）。在体质特征分析阶段，聚焦代谢性疾

病、骨骼感染、创伤等病症的病理规律，阐释如何通过

骨骼痕迹还原古代人群的社会分工 （如殷墟男性上肢

骨关节炎高发反映体力劳动差异）瑏瑡、生存压力 （如骨

膜炎与上呼吸道感染关联揭示手工业污染影响）瑏瑢；在

古分子研究阶段，以鼠疫、疟疾、病毒性疾病为核心，

解析病原体基因组如何解锁疾病、迁徙与贸易的关联

（如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恶性疟原虫传播的分子证

据）瑏瑣；在多学科范式阶段，通过代谢性疾病、骨骼特

异性感染与肿瘤的研究案例，展现体质人类学、古分子

生物学、稳定同位素分析的融合如何搭建疾病、社会与

文化的完整认知链条 （如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检测与

考古背景结合，推测古代社群对身体缺陷的接纳

程度）瑏瑤。

通过对古代疾病类型、致病机制、古病原体传播与

演化路径等核心议题的深度探讨，本文旨在清晰呈现疾

病与职业分工、社会分化、人口流动的关联，为深入挖

掘古代人类健康状况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

生物学证据。同时，通过追溯病原体演化与文明互动的

轨迹，探索疾病对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文化观念的塑

造作用，还可为现代公共卫生策略的科学制定与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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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究的创新突破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充分彰显古代疾

病研究在当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国内研究

仍以体质人类学的描述性分析为主，古分子等技术的

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导致对疾病、社会与文明互动机制

的探讨仍显薄弱，而未来多学科交叉路径将成为古代

疾病研究领域发展的关键方向。

二、体质特征视角下的古代疾病

通过对古代遗骸体质特征的观测与分析，可以初

步判断疾病类型，了解古代人类健康状况。目前传统体

质研究确定的疾病类型主要有代谢性疾病①、骨骼感

染、退行性疾病②、神经血管疾病③、口腔疾病④等。此

外，创伤也是传统古病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⑤

（一）代谢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作为一类由机体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

其中代谢性骨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ｂｏ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古代人类遗
骸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具体指导致正常骨形成、吸

收或矿化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疾病或疾病组合，多与营

养不良和激素失调有关。⑥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代

谢性骨病早期发病特征不典型，中后期临床表现复杂，

常见生长障碍、骨关节病、骨骼畸形。⑦ 中后期代谢性

骨病在骨骼上具有显著的体质特征表现，易于在考古

材料中观察识别，因此，这类疾病在古代人类遗骸中观

察到的比率较大，主要涉及骨质疏松症、氟骨症、佝偻

病和坏血病等类型⑧，目前针对代谢性骨病的多学科研

究也在持续开展⑨。

１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是一种以骨矿盐
密度减低、骨的微结构破坏，进而导致脆性骨折发生的

疾病。瑏瑠 早在距今 ９０００至 ７８００年前的贾湖遗址，ＯＰ 病
例就已发现瑏瑡，在距今 ５０００至 ４０００年前，ＯＰ 已普遍出
现于欧洲、美洲、亚洲地区瑏瑢，并在历史时期常见于各

阶段各地区古代人类遗骸中瑏瑣。

骨质疏松症的致病因素较为复杂，通常认为与年

龄、性别、饮食及营养状况瑏瑤有关，特定生活方式也可

能诱发 ＯＰ，可以此为线索探究古代人群社会分工和生
活方式差异。例如，Ｍ Ｅ Ｚａｋｉ等学者对公元前 ２６８７年
至前 ２１９１ 年古埃及人骨骼遗骸进行骨矿物质密度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检测，这些骨骼来自两
个不同社会阶层：高级官员和工人群体。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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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Ｄ值与年龄、性别和社会身份存在关联，有关年龄
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老年群体的 ＢＭＤ值较年
轻群体明显下降，且男性工人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高

于男性高级官员，而女性高级官员的发病率则高于女

性工人。研究者认为不同群体的致病原因存在差异，推

测男性工人骨质疏松症发病率较高可能与营养不足和

过重的工作量有关，而女性高级官员的久坐生活方式

则是潜在致病因素之一。此外，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平均

发病时间早于男性且发病频率更高，这种现象可能与

女性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有关。① 国内相关学者针对古

代人类遗骸的骨质疏松症开展过诸多方面的研究，如

郑晓瑛对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进

行了 Ｘ光病理鉴定，不仅确认了氟骨症的发病证据以
及骨包虫病和骨肿瘤病的可能性，还发现样本骨质疏

松症发病年龄呈现出低于现代人发病年龄的倾向②，古

代特殊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可能导致了发病年龄的

差异。王明辉比较了贾湖遗址和西坡墓地出土人骨骨

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指出西坡农业人群的高发病率除

了可能存在的流失钙质的疾病外，应与人群间饮食和

营养状况的差距有关，早期生业模式的转变可能提升

了骨质疏松发病率。③

２ 氟骨症。

氟骨症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ｆｌｕｏｒｏｓｉｓ）是氟中毒在骨骼上的表
现，其骨骼的典型病理特征包括：骨组织的增长、骨小

梁增粗增厚、骨密度增加，这些病理特征导致 Ｘ 光下
出现 “毛玻璃”样骨组织，全身所有骨骼都有累及。④

患者牙齿的微观病理表现为：牙齿表面有一层局限或

弥散的云雾状不透明层，其下层为不同程度的矿化不

全区，显示有多孔性。⑤ 氟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而如

寒食散中紫石英 （ＣａＦ２）等过量的氟摄入可能导致氟

中毒。⑥ 现代病例多由工业污染和深井作业等因素导

致⑦，而古代氟骨症根据病因可分为饮水型氟中毒、燃

煤污染型氟中毒、药物性氟中毒等。⑧

骨骼证据表明氟骨症约公元元年就已经出现于亚

洲、欧洲和美洲地区⑨，随后该病症零散发现于不同考

古遗址的人类遗骸中瑏瑠。比如，Ｊｕｄｉｔｈ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对巴林岛

公元前 ２５０年至公元 ２５０年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开展了

形态观察，根据牙齿染色、表面不透明度和孔洞的表现

特征初步鉴定为氟骨症，进一步的氟元素检测结果确

定了牙齿的氟含量偏高。氟中毒在牙齿上的病变特征

较为明确，而除牙齿外其他骨骼的高度病变情况尚不

足与氟骨病直接关联，推测巴林岛墓葬人骨应属于饮

水型氟中毒。瑏瑡 而山西榆次明清氟中毒人群除土壤与水

体中氟含量较高这一地方性因素外，也存在燃煤污染

型氟中毒的可能性，且氟骨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

关节炎、骨质疏松、创伤等。瑏瑢

３ 佝偻病。

佝偻病 （Ｒｉｃｋｅｔｓ）是儿童青少年时期钙磷代谢障

碍相关性骨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瑏瑣，在古代人类骨骼

遗骸上留下肋弓外翻、长骨弯曲等病理特征，严重影响

儿童的骨骼发育与健康。其中，维生素 Ｄ 缺乏性佝偻

病的发病机制与日照不足和日常饮食中维生素 Ｄ 的缺

乏紧密相关，软骨细胞的正常排列被破坏。维生素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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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佝偻病和低血磷抗维生素 Ｄ 佝偻病则属于遗
传病。①

唐人 《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记载 “病偻，隆然

伏行，有类橐驼者②”，但目前古代文献与医书中 “偻”

字含义的考证仍存在争议③，早在唐朝时期古人可能就

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佝偻病或与其病理表现相似疾病的

存在。伴随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维生素 Ｄ 缺乏
性佝偻病长期对人类群体健康产生影响。工业化进程

初期，这类疾病更为常见，例如 Ｒａｃｈｅｌ Ｉｖｅｓ 在一组 １９
世纪中叶的青少年骨骼样本中，观察到额隆上的不规

则矿化沉积和尖刺状的新骨形成证据，且样本长骨皮

质骨多孔，其生长板边缘出现垂直条纹和细缝等病变，

确诊了 １３８例维生素Ｄ缺乏性佝偻病。从时代背景的角
度分析，这一时期的恶劣天气与工业迅猛发展带来的

空气污染大幅减少了紫外线照射时长，致使儿童普遍

缺乏维生素 Ｄ。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
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饮食存在较大差异，贫民儿童长

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这对骨骼发育产生进一步的负

面影响。④

４ 坏血病。

坏血病 （Ｓｃｕｒｖｙ）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 Ｃ引发的疾
病，主要病理表现是出血和骨量减少，古人骨骼遗骸上

的典型病理特征为蝶骨大翼双侧异常多孔。⑤ 受基因限

制，不同于大多数哺乳动物，人无法生成维生素 Ｃ 合
成中的关键酶，每日需要摄入一定量的维生素 Ｃ，因此
坏血病发与资源短缺和饮食结构单一等因素有关，是

评估古代青少年健康状况和营养级的关键指标。⑥ 研究

表明不同时期坏血病的流行程度很可能与农耕方式、

粮食生产及储存理念等社会文化行为密切相关。⑦ 由于

坏血病的病征在部分种类的骨骼上缺乏特异性，尤其

在成年个体中，其古病理诊断相对困难，不易与佝偻

病、骨软化症等病变区分，还需要结合对饮食结构、食

物资源等生活状况进行分析与推测。⑧

目前古代人类遗骸样本中坏血病证据跨越了数千

年，几乎遍布全世界，较早的病例来自公元前 ３０００年
左右的德国、希腊和约旦地区。⑨ 早期报告的坏血病病

例主要集中在成年人群体，随着诊断方法的完善，如今

绝大多数病例都发现于青少年群体。⑩ 通过对不同地区

古代人群的研究，相关学者对古代坏血病的病理特征

与致病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Ｈａａｇｅｎ Ｄ Ｋｌａｕｓ在南美
洲出土的青少年骨骼表面发现颅外血管压痕，这表明

古代青少年患者可能会出现积血症状，对古代坏血病

的体质特征做出了补充。瑏瑡 Ａｎｎｅ Ｍａｒｉｅ Ｅ Ｓｎｏｄｄｙ等人观
察到来自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距今约 ３４００年的四具新
生儿遗骸呈现出非特异性的骨骼畸变，其中一个新生儿

与同一地区出土一位罹患坏血病的成年女性存在血缘

关系，这显示出沙漠地区农业转型时期的资源短缺可能

对产妇与胎儿的健康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受限于诊断

技术，将目前的坏血病诊断标准应用于新生儿遗骸仍面

临诸多挑战。瑏瑢 Ｃｈｒｙｓｓｉ Ｂｏｕｒｂｏｕ通过研究 １１—１２世纪希
腊的青少年遗骸，成功发现青少年坏血病的证据，不仅

丰富了该地区这一疾病的历史病例，还提出青少年坏血

病的发生可能与断奶后摄入固体食物的种类与品质有

关。综合多项研究可见，坏血病患病概率很可能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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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资源获取及文化因素有关。①

代谢性疾病长期与人类共存。通过骨骼遗骸的体

质特征观察可以做出初步诊断，基本确定疾病类型，进

而评估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同时结合具体考古学背

景和其他体质特征证据，可进一步推测此类疾病与饮

食结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的内在联系。因此，根据

古代人类遗骸研究代谢性骨病，有助于探讨古代人类

疾病、饮食、文化习俗、社会经济地位等问题，进而为

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奠定基础。② 部分与遗传性相关的代

谢性疾病可进一步通过古分子研究得到更为准确的鉴

定，体现了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二）骨骼的非特异性感染及退行性疾病

非特异性感染是指由非特定病原体引发的骨骼炎

症性病变，可由多种细菌、物理或化学因素引起。古代

人类遗骸可见的骨骼非特异性感染包括上颌窦炎、骨

髓炎、强直性脊柱炎等③，退行性疾病包括弥漫性特发

性骨肥厚④等，而骨关节疾病和骨膜炎等疾病既属于非

特异性感染也属于退行性疾病⑤。

１ 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又称骨关节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ｏｓｉｓ）或退
行性关节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ＪＤ），对古代
人类遗骸的诊断标准为：出现骨化灶或出现边缘骨赘、

软骨下骨多孔、关节面新骨形成及关节轮廓改变中的

至少两种病变。⑥ 尽管 “退行性”之名显示这种疾病是

因年龄增长使组织和器官衰老而造成的，现代医学研

究指出，骨关节病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除年龄和炎症

因素外，运动方式、机械负荷、创伤、遗传、系统性疾

病、体重和性别等因素均有可能作用于骨关节疾病的

发病。⑦ 在古代疾病研究领域，骨关节疾病可以反映关

节的功能负荷。由于不同职业和社会劳动分工会对骨

关节产生特定的影响，该疾病与古代社会结构和经济

模式存在紧密联系，成为生物考古学的重点研究对

象。⑧ 此外，Ｉｎｇｅｍａｒ 等学者还提出了骨关节疾病和牙

齿疾病之间存在潜在联系⑨，提示研究者在分析骨骼病

变时，可从关联性角度出发，综合考量多种疾病。

作为古代人群中最普遍的骨骼疾病之一，骨关节

疾病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历史时期农业社

会、近代城市社区居民等诸多人群中均有出现。瑏瑠 在中

国古代人类遗骸上诊断出骨关节疾病的相关研究报道

也较多，如内蒙古兴隆沟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群中男性

颈椎患 ＤＪＤ较多而女性腰椎患病较多，由此推测兴隆

沟人群的行为方式应对其椎体造成了较显著的压力，

男性与女性存在行为模式的差异。然而，由于样本数量

和背景信息的局限性，目前研究尚且无法从骨关节疾

病患病情况解析人群具体的行为模式，椎体患病情况也

并不一定与生业模式存在直接关联。瑏瑡 得益于殷墟的丰

硕考古成果，张桦等对商晚期都城殷墟居民骨关节炎的

疾病调查得以开展性别和职业角度的分析与讨论。通过

评估来自孝民屯和新安庄两处遗址的 １６７具骨骼遗存的

骨关节炎状况，研究人员发现殷墟人群骨关节炎发病率

较高，其中男性在上肢部位骨关节炎患病率显著高于女

性，这种性别差异在孝民屯样本中尤为明显。较高的上

肢骨关节炎发病率可能源于重复性承重和搬运行为，使

上肢长期承受更大压力。此类负重行为可能源于与职业

关联的体力活动，而男性较高的患病率表明可能存在性

别分工现象。此外，孝民屯男性与女性居民的骨关节炎

发病率均显著高于新安庄样本，暗示了两地居民存在职

０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Ｂｏｕｒｂｏｕ Ｃ牞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ｃｕｒｖｙ ｉｎ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Ｇｒｅｅ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ｒｅｔｅ牞 Ｇｒｅｅｃｅ 牗 １１ｔｈ—１２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 Ｄ 牘 牞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牞 Ｖｏｌ ５牞 ２０１４牞 ｐｐ ８６－９４
代琪、张全超：《〈代谢性骨病生物考古学〉评介》，《人类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熊建雪、陈国科、殷杏等：《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的上颌窦炎症》，《人类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张癑：《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
期人类骨骼病理初步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
Ｒｏｇｅｒｓ Ｊ牞 Ｗａｌｄｒｏｎ Ｔ牞 Ｄ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牞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牞 Ｖｏｌ １１牞 Ｎｏ ５牞 ２００１牞 ｐｐ ３５７－３６５
侯侃、王明辉、朱泓：《赤峰兴隆沟遗址人类椎骨疾病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人类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陈靓、宋雨柯、付仲杨
等：《陕西大原村制陶遗址人骨的古病理学》，《人类学学报》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Ｚｈａｎｇ Ｈ牞 Ｍｅｒｒｅｔｔ Ｄ Ｃ牞 Ｊｉｎｇ Ｚ牞 ｅｔ ａｌ牞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牞 ｌａｂｏｕ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Ｙｉｎｘｕ 牗 ｃａ １２５０ — １０４６ Ｂ Ｃ 牘 牞  ＰＬＯＳ ＯＮＥ牞 Ｖｏｌ １２牞 Ｎｏ ５牞 ２０１７牞 ｅ０１７６３２９

瑏瑡　 侯侃、王明辉、朱泓：《赤峰兴隆沟遗址人类椎骨疾病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人类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何嘉宁：《中国古代人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人类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Ｉｎｇｅｌｍａｒｋ Ｂ Ｅ牞 Ｍｏｌｌ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Ｖ牞 Ｂｒｉｎｃｈ Ｏ牞 Ｓｐｉ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牞 Ｂｅｒｎ牶 Ｓ Ｋａｒｇｅｒ牞 １９５８
Ｃｒｕｂéｚｙ Ｅ牞 Ｇｏｕｌｅｔ Ｊ牞 Ｊａｒｕｓｌａｖ Ｂ牞 ｅｔ ａｌ牞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ｈｅｓ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ｉ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７７００ ｙｅａｒｓ牞 
Ｊｏｉｎｔ Ｂｏｎｅ Ｓｐｉｎｅ牞 Ｖｏｌ ６９牞 ２００２牞 ｐｐ ５８０－５８８牷 ＲｏｊａｓＳｅｐúｌｖｅｄａ Ｃ牞 Ａｒｄａｇｎａ Ｙ牞 Ｄｕｔｏｕｒ Ｏ牞 Ｐａｌｅ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 Ｐｒ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Ｍｕｉｓｃ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牞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牞 Ｖｏｌ １３５牞 ２００８牞 ｐｐ ４１６－４３０牷 Ｎｏｖａｋ Ｍ牞 ｌａｕｓ Ｍ牞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牗１６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ｒｏａｔｉａ牞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牞
Ｖｏｌ １４５牞 ２０１１牞 ｐｐ ２７０－２８１



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业差异。不同于新安庄未表现出专业作坊特征，孝民屯

为一处铸铜遗址，由该地女性较高发病率推测女性有

一定概率也参与了铸铜生产，当地青铜铸造活动很可

能以 “家族产业”的形式开展。①

２ 骨膜炎。

骨膜炎 （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ｔｉｓ）作为另一类重要的骨骼非特
异性感染，初期表现为细小的点蚀状凹陷，而后沿着骨

的长轴形成条纹状瘢痕，晚期在原始骨皮质表面生成

片状的新骨。胫骨是最常见的发病部位，或因胫骨距表

皮较近，容易发生周期性的轻微感染。② 骨膜炎在人骨

考古研究中具有关键意义，被视为衡量古代人群健康

状况的重要指标。尽管研究中存在骨学悖论和病变程

度量化困难的问题，古病理学研究已经将其纳入生存

压力评估体系，与牙釉质发育不全和缺铁性贫血等现

象共同作为评估指标。③ 以古代人群骨膜炎患病情况为

线索，不仅可以揭示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群健康的

影响，更展现了环境、疾病、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

关系。

骨膜炎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

段均有发现骨骼证据。前人对古代人群的骨膜炎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例如陕西大原村制陶遗址人骨开展

的古病理学研究发现，该遗址西周时期居民罹患肋骨

骨膜炎与上颌窦炎的比例较高。由于骨膜炎多与上呼

吸道感染和牙齿根尖感染有关，研究者推测，手工业快

速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进一步

引发该遗址人群罹患骨膜炎等疾病。④ 对高青县胥家村

南遗址北朝至隋唐时期人群和山东广饶地区元代人群

的生存压力研究⑤，均选取了骨膜炎等多个病理现象作

为健康状况及生存压力水平的观察项，结合稳定同位

素分析，系统探讨古代人群的生活状况。

３ 上颌窦炎。

上颌窦炎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就是一种与骨膜炎

存在关联的呼吸道疾病⑥，对古代样本的诊断主要根据

其内壁骨形态的变化来确定，上颌窦内骨形态的变化

可分为穗状骨片 （ｓｐｉｃｕｌｅｓ）、点状孔 （ｐｉｔｔｉｎｇ）、斑块

（ｐｌａｑｕｅ）、囊 肿 （ｃｙｓｔ）、小 叶 （ｌｏｂｕｌｅｓ）和 大 孔

（ｈｏｌｅ）⑦。根据上颌窦炎的发病情况，可以推测古代人

类生存环境，并为探讨生产方式与职业分工提供间接

证据。⑧

上颌窦较易受到感染产生炎症反应，因此上颌窦

炎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炎症性疾病之一。然而，由于能

够识别呼吸系统疾病的骨骼变化较少，其在考古样本

中的报道与研究并不多见，目前发现的古代人类骨骼

证据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都较为分散，最早的病例

来自公元前 ５５００年左右的欧洲地区⑨，伴随工业化与城

市化进程，上颌窦炎发病率明显升高瑏瑠。诱发上颌窦炎

的因素较为复杂，比如，甘肃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患上

颌窦炎情况与性别和年龄均无关，推测寒冷干燥的气候

条件、风沙天气、室内和室外的空气污染、病原微生物

及牙齿根尖疾病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导致黑水国古代居

民患上严重的上颌窦炎。瑏瑡 相关学者对欧洲、美洲、非

洲的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

区、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中，上颌窦炎发病率存在差

异，研究者认为空气质量欠佳是上颌窦炎的主要病因，

如花粉、工业排放、雾霾等，与制陶、金属加工等相关

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空气中的颗粒物具有较高的患病

概率，而狩猎采集者、农业生产者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

群对上颌窦炎易感性较低。瑏瑢

４ 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症。

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症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ｏｓｔｏｓｉｓ，ＤＩＳＨ）是一种以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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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部位的钙化和骨化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非炎症疾

病①，被纳入特殊表现的脊柱退行性疾病的范畴②。在

古代疾病研究中，应注意 ＤＩＳＨ 与椎骨关节退行性改
变、椎间盘疾病及强直性脊柱炎等骨骼疾病的鉴别③，

早期研究中 ＤＩＳＨ的命名也并不统一④。ＤＩＳＨ的发病机
制尚不明晰，目前研究发现其与地区、性别、饮食、遗

传、脊柱创伤等因素存在关联⑤，往往伴随糖尿病、高

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和心血管疾病等复杂的并

发症，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组织学研究

已经表明肥胖症与 ＤＩＳＨ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
关系⑥。

目前报道的古代 ＤＩＳＨ病例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
广，距今约 ５万年前的近东尼安德特人骨骼遗存上已经
出现相关痕迹⑦，公元前 １３ 世纪在位的埃及法老拉美
西斯二世可能也罹患该疾病⑧，东亚地区最早的病例则

相对较晚，发现于东周人群中⑨。鉴于 ＤＩＳＨ与古代人
群生活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相关性，学界对其

致病机制有了一定的认识。ＤＩＳＨ被认为与一些代谢性
疾病如佩吉特骨病、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

维生素 Ａ 代谢紊乱和生长激素水平升高等存在关联，
可能是由生活方式等因素引发的多系统激素紊乱，如

Ｒｏｇｅｒｓ等人发现欧洲中世纪主教等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
由于高热量饮食更易患此病。⑩ 部分研究者认为，ＤＩＳＨ
可能是特发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血管疾病或反复微

创伤的结果。瑏瑡 如东周东赵遗址人群的 ＤＩＳＨ被认为由

脊柱长期机械负荷导致，支持 ＤＩＳＨ由反复微创伤引发
的观点，该人群 ＤＩＳＨ发病率与行为模式和职业存在关
联，而与饮食结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瑏瑢

骨骼非特异性感染与退行性疾病种类繁多、病因

复杂、历史悠久，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两类疾病与性别、

职业分工、饮食结构、社会分化等重要话题紧密关

联瑏瑣，是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产物，为研究

古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定线索。然而，仅凭骨骼遗骸中

非特异性病变的肉眼观察，无法准确判断其具体病因，

以发病机制为基础的考古推理仍然存在较大空白。

（三）神经血管疾病

古病理学不仅可以诊断发生于骨骼的原发性疾病，

亦可诊断起源于软组织并在骨骼上留下痕迹的疾病。瑏瑤

凭借这一特性，在特定条件下，神经血管类疾病亦可通

过骨骼呈现的体质特征进行诊断分析。然而，这类疾病

在古代样本中较为罕见，古病理学领域的诊断标准尚

未完全统一，病因溯源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与古代人类

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及健康状况之间的潜在关联，仍有

待多学科研究予以揭示与阐释。

古代神经血管疾病的报道主要为脑膜中动脉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ｅｎｉｎｇｅ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ＭＭＡ）动脉瘤。ＭＭＡ动脉瘤
极为罕见，可分为真动脉瘤和假动脉瘤两种类型，其中

真动脉瘤的形成常与血流压力增加或病理状况相关，如

硬脑膜动静脉畸形、佩吉特病、高血压和脑膜瘤等。神

经血管疾病恶化、动脉瘤破裂带来的出血可能导致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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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儿童死亡。① 早在公元前 ９世纪意大利地区的伊特鲁里
亚文明墓葬，研究人员在儿童骨骼上就发现了 ＭＭＡ动
脉瘤痕迹。随后，在公元前 ７至前 ６世纪的意大利地区
相同文明墓葬中又发现一具 ８至 ９岁儿童骨骼遗骸，在
其颅内可观察到大片凹陷的病变。经研究推测，该病变

很可能由罕见且早发的脑膜中动脉囊状动脉瘤长期压

迫引起，但此病变也存在由硬脑膜动静脉瘘 （Ｄｕ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ｏｖｅｎｏｕｓ ｆｉｓｔｕｌａｓ，ＤＡＶＦｓ，即硬脑膜动脉与皮质静
脉或静脉窦之间缺乏血管床的异常连接）引发的可能

性，ＭＭＡ动脉瘤与 ＤＡＶＦｓ可能有一定概率共存。② 由
于研究材料的有限性，目前基于古代人类遗骸的神经

血管疾病报道和研究均较少，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

发现。

（四）口腔疾病

在古病理学研究体系中，口腔疾病研究占据重要

地位，这是由于牙齿样本保存状况较好，样本量较大，

且该类疾病病理特征易于鉴别。作为口腔疾病的重要

类型之一，龋齿 （Ｃａｒｉｅｓ）自智人分化以来就与人类相
伴③，早期研究在更古老的南方古猿、爪哇直立人和尼

安德特人化石上都发现了可能的龋齿病例④，自从农业

起源，伴随农业化程度的加深，龋齿率明显增高，与植

物性食物的摄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⑤。牙齿生

前脱 落 （Ａｎｔｅｍｏｒｔｅｍ Ｔｏｏｔｈ Ｌｏｓｓ，ＡＭＴＬ）、牙 髓 炎
（Ｐｕｌｐｉｔｉｓ）、根尖脓肿 （Ａｐｉｃａｌ ａｂｓｃｅｓｓ）、釉质发育不全
（Ａｍｅ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牙结石 （Ｄｅｎｔ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和牙周病 （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等也均属于常见的口腔
疾病类型⑥，其中牙周病是指包括牙槽骨、牙周韧带、

牙骨质、牙龈及黏膜在内的牙齿周围组织炎症，主要由

牙结石的长期沉积引起，而牙齿生前脱落可能由多种

原因导致，如牙槽骨外伤、牙周病导致的严重骨质流失

及人为拔牙等。⑦ 这些口腔疾病或病症间存在复杂关

联，常被综合运用于古代人群口腔健康状况的评估。⑧

古人口腔健康状况与其日常饮食紧密关联，据研究者

总结，高蛋白饮食会增强口腔碱性，形成易于形成牙结

石的口腔环境，高龋齿频率则指向碳水化合物为主的

饮食结构。⑨ 对牙齿病理状况的观察，为探究古代社会

分化与复杂程度提供了新视角。

由于古代人群牙齿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国内外

相关学者针对口腔疾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口

腔健康与饮食结构、生业模式、性别分工以及社会阶层

等相关。例如，通过比较青铜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不同生

业模式人群的口腔健康差异，发现相较于农牧混合模

式及游牧模式，以单一农业为生的人群口腔健康状况

最差，这一结论与全球范围内诸多地区的研究结果相

契合，进一步证实了高碳饮食对口腔健康的潜在损害。

除饮食习惯外，牙齿病变也与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有关，

具体表现为牙齿病变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增加，且

女性的牙齿病变普遍比男性更严重。瑏瑠 内蒙古中南部地

区出土的先秦至汉代古人类龋齿患病情况的研究也观

察到了类似的现象瑏瑡，印证了上述结论。国外学者 Ｖｕ

Ｔｒａｎ将龋齿、牙齿生前脱落 （ＡＭＴＬ）和牙结石作为口

腔健康指标，通过口腔健康状况分析，Ｖｕ Ｔｒａｎ 研究了

秘鲁库拉普遗址查查波亚人群的阶层分化程度与性别

差异。该人群的龋齿与 ＡＭＴＬ发病年龄较早，女性龋齿

患病率更高而男性高牙结石的概率相对突出。咀嚼古柯

叶的特殊文化习俗可能也对该人群的口腔健康产生了

影响。除年龄与性别造成的口腔疾病差异外，该人群的

口腔健康与丧葬规模整体较为一致，暗示尚未形成等级

社会，同性个体饮食应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瑏瑢

口腔健康的性别差异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农业社

会中较为常见，但不同地区之间古代人群的性别差异可

能遵循不同模式。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

城市居民与北方边疆以农业为生的人群龋齿患病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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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呈现不同模式。内蒙古土城子遗址中，女性的

龋齿率远高于男性，与世界范围内多数考古遗存观察

结果一致。而河南省新红遗址男性的龋齿率高于女性，

这一特殊现象暗示着城市居民与新红遗址的边疆居民

可能因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化程度的差异，在性别分工

或食物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同机制，从而造成了口腔疾

病的患病情况差异。①

口腔疾病在数十万年前的化石材料上就已经发

现②，伴随着人类生业模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口腔疾

病在患病率和病理表现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丰富的古代牙齿遗存为通过口腔疾病探究饮食话题奠

定了基础，目前的口腔疾病研究能够探讨古代人群的

资源分配、生活方式以及区域差异。由于涉及饮食话

题，口腔疾病研究与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研究手段具有

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巨大前景。相关学者也在尝试构建

口腔疾病指数来量化不同风险因素对古代人群口腔健

康的影响③，以进一步完善口腔疾病诊断及病因评估

体系。

（五）创伤

创伤，即人骨上显示出的所有外部物理损伤或变

化④，可系统划分为四大类型：骨骼的部分至完全骨

折、关节错位或脱位、神经断裂或血液供应中断、人为

导致的骨骼形态或轮廓异常这四种类型。⑤ 创伤与运动

行为、生活方式及暴力冲突有较密切的关系，最早在古

人类化石上出现⑥，一直伴随着人类演化进程，在古代

人群中的体质特征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深入了解

古代社会文化进程拓宽了研究视野⑦。

创伤在人类进化早期 （如南方古猿⑧）就已经出

现，在后续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等中均有发

现⑨，如广东马坝人头骨化石表面发现一处面积约

３０ｍｍ２、深度约 １ ５ｍｍ 的半圆形凹陷，该区域表面粗

糙并伴有波纹状隆起，颅骨内侧凸起，周围有明显的愈

合痕迹。通过 ＣＴ扫描进一步证实，该区域存在颅骨外

板和板障增厚等愈合证据。经过与世界各地中、晚更新

世的人头骨外伤标本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者推断马坝

人头骨上的痕迹是头骨局部受到钝器打击造成外伤的

愈合痕迹，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之间暴力行为的结果。此

项研究不仅为东亚地区最早的人类之间暴力行为提供

了确凿的骨骼证据，同时还展示了当时人类在受到严

重暴力伤害后的自愈及长时间生存能力。瑏瑠

除了古人类化石研究，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常

见人骨创伤痕迹，例如公元前 ５世纪内蒙古井沟子人群

死亡年龄呈现年轻化的特征，骨骼上多见创伤，其中女

性创伤率更高且颅骨创伤在女性群体中更常见。研究

者分别在两个个体的右髂骨和第一腰椎上发现了嵌入

的铜箭矢及其造成的损伤，通过扫描重建，获取了关于

箭矢样式和损伤机制的详细信息。创口缺乏骨愈合的迹

象表明个体在受伤后短时间内死亡，但箭矢对骨骼造成

的创伤应均不足以致死，可能是伤及内脏器官导致了死

亡，确切死因尚不明晰。根据箭矢样式并结合历史背景

进行推断，伤者可能是游牧民族入侵者，在与当地居民

作战中受伤。在青铜时代晚期的亚洲北部，气候变化和

人口压力导致的移民可能引发了地区性的社会冲突，进

而加速了中国北部农牧交错文化带的形成。这项研究丰

富了研究者对中国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融过程

的认识，为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的重建提供了有价值的

证据。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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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人群内部或人群之间的暴力冲突是导致古人骨骼

创伤的重要因素，除群体间暴力冲突导致的创伤外，特

殊情境下的创伤案例也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独特视

角。明代晚期御龙湾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部分具有死前

创伤的人骨在出土位置、骨骼部位出现情况、伤痕位

置与类型及灼烧痕迹等方面，都符合同类相食的基本

标准，例如，部分人骨发现于容器中，在骨骼上存在

肉眼可鉴别的暴力砍砸和肢解痕迹，以及扫描电子显

微镜检测出低温加热痕迹。此遗址出土的具有死前创

伤的一批人骨，是我国目前最有可能属于同类相食事

件的人类骨骼标本，为深入了解古代人相食现象及社

会生存压力等问题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学

资料。①

根据前述分类，骨骼变形也属于创伤的一种②，常

见的骨骼变形包括跪距面、缠足、人工颅骨变形和骑马

人小平面等。跪距面 （Ｋｎｅｅｌｉｎｇ ｆａｃｅｔｓ），即足部跖趾关
节由于频繁的超背屈姿势而在跖骨远端上侧留下的小

平面，鉴于这种骨骼变形与个体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

习俗 （如商代跪坐）密切相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山东北阡遗址人骨跪距面的研究中，跪距面作为职

业应力标志，被用来指示个体生前所经常从事的活动。

由于该人群中跪距面高比例出现，并结合稳定同位素

等研究结果，研究者推测该贝丘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

人骨的跪距面有可能与加工食物和打鱼相关。③ 历史时

期考古材料中跪踞现象更加多见，但与史前跪踞面的

形成原因不尽相同。赵永生等人对商代人骨上跪踞面

开展了观察与分析，认为跪踞面与性别、社会等级无

关，随年龄增长跪踞面相对更为明显，且部分个体右侧

略重于左侧，可能是个人习惯所致。跪踞面的研究为殷

商甲骨文与文物中出现的人物跪坐形象提供了事实证

据，证实了跪坐这一坐姿在商代社会中的普及。④ 此

外，缠足导致的足部形态异常⑤、象征身份认同的人工

颅骨变形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ｒａｎｉ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Ｄ）⑥ 和长
期骑马形成的骑马人小平面 （Ｈｏｒｓｅｒｉｄｉｎｇ）⑦ 等现象都
展现了骨骼变形与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习惯的紧密

关联。

创伤作为持续性动作或暴力行为在骨骼上留下的

痕迹，长期与人类共存，为探究古代人群的生存环境和

生活状态提供考古证据。各类创伤现象，如骨折、关节

脱位、刺伤、箭矢射中、截肢和颅骨穿孔等，不仅直观

反映出个体正常生活与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更反映了

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暴力程度 （如

凶杀、战争等）⑧、医疗技术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分配情

况等重要信息⑨。目前基于古代人类遗骸对创伤的研究

在国内外均开展较多，成果较为丰富。

在具体研究的实践中，体质特征观察并不局限于

传统肉眼观察，引入了医学中的影像学瑏瑠、定量超声测

量瑏瑡等作为技术支持，使得病理观察和病情诊断更为细

致和科学。然而，考虑到古代人类遗骸的特殊保存状况

和古今人群健康状况及医疗水平差异，古代疾病的体质

特征诊断标准并不能直接套用现代医学病理特征，需要

系统整理并不断细化古代疾病的诊断标准。

三、古分子视角下的古代疾病

在古代疾病研究领域，传统方法是对古代骨骼遗

存进行古病理学观察和描述。然而，由于大多数急性感

染不会在骨骼上留下明显的病理痕迹，这种依托体质特

征的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仅依赖传统的体质特征评

估，难以准确、全面地了解古代人类疾病的病因和传播

路径等真实情况。在此背景下，古分子研究作为新兴的

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古代疾病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古

分子包括古 ＤＮＡ、古脂肪酸、古蛋白质以及非生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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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的化学分子等。其中，古 ＤＮＡ 研究是目前分子考
古学研究的热门方向，是探讨人群迁徙、社会结构、疾

病发展史等重要话题的科学手段。① 随着古 ＤＮＡ 提取
技术和测序方法 （尤其是高通量测序）的发展，古

ＤＮＡ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动植物的遗骸上，
还可以提取古代病原体基因组。通过古微生物 ＤＮＡ 信
息追溯古代疫病，能够为了解古代疾病的病因提供直

接证据。② 目前通过古分子研究，确定了鼠疫、疟疾、

流感、乙肝等多种传染病③，构建了更加完整的古代人

类疾病图谱，充分体现了古分子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病

毒传播模式和适应性进化等信息的重要性。

（一）鼠疫

鼠疫 （Ｐｅｓｔｉｓ）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 （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ｐｅｓｔｉｓ，ＹＰ）引起的传染病，鼠疫耶尔森氏菌是伪结核
耶尔森氏菌 （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进化出的变
种，主要差异在于获得了两个毒性质粒———ｐＭＴ１质粒
和高拷贝 ｐＰＣＰ１质粒。④ 鼠疫具有高度传染性，在人口
密集、流动频繁、卫生条件落后的环境下易引发大规模

疫情⑤，造成人口大量伤亡，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引

发社会恐慌甚至信仰危机，也可能影响战争结局，引发

王朝更迭或加速国家衰亡，同时促使人类重视公共卫

生事业，客观上加速医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⑥。

研究鼠疫的起源和扩散最关键的是要明确鼠疫耶

尔森氏菌 （ＹＰ）在古代人群中的存在以及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传播模式，而古分子研究在揭示鼠疫病史和理

解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分子

研究结果表明，鼠疫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于欧

亚大陆，可能起源于亚洲并随贸易扩散⑦，人类历史上

两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分别是爆发于公元 ５４２年的 “查

士丁尼瘟疫”⑧ 和 １４ 世纪在欧洲迅速蔓延的 “黑死

病”⑨。具体来说，Ｎｉｃｏｌａｓ Ｒａｓｋｏｖｉｃ 等学者在斯堪的纳
维亚农业人群遗骸中检测到已知最早的 ＹＰ，重建并分
析了瑞典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类遗骸中的 ＹＰ 基因
组。存在于提取自人类牙齿的古 ＤＮＡ 中的鼠疫杆菌显
示个体血液中曾存在高滴度的病原体，且欧亚大陆新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类遗骸频繁检测出鼠疫，表

明 ＹＰ 早在距今约 ５０００ 年前就已经开始影响欧亚大陆
人类健康，逐渐发展出多个谱系并扩散。新石器时代末

期，ＹＰ 于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很可能是依靠早期贸易
网络而非通过大规模人类迁徙，这种传播方式使病原

体得以快速、大规模、持续扩散，并且加速了欧洲人口

衰减，有利于后来草原民族向欧洲的迁徙。⑩ 此外，其

他古 ＤＮＡ研究细化了 ＹＰ 的传播轨迹，越来越多的证
据支持 ＹＰ 起源于亚洲地区瑏瑡，并随着古代贸易路线的
拓展以及人类长距离迁移活动，逐步扩散至欧洲及世界

其他地区瑏瑢。这些研究从分子层面揭示了 ＹＰ 的演化传
播轨迹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ＹＰ 曾多次引
发历史上的大规模流行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６世纪爆
发于地中海世界的查士丁尼瘟疫 （Ｐｌａｇｕ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
和 １４世纪爆发于欧洲的黑死病 （Ｂｌａｃｋ Ｄｅａｔｈ）。查士丁
尼瘟疫曾被质疑并非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Ｈａｒｂｅｃｋ等学者通过古分子研究确认德国中世纪早期墓
葬出土的人类遗骸样本感染鼠疫，并精准定位于全球范

围的进化树主枝 ０ 的 Ｎ０３ 至 Ｎ０５ 节点间，确认了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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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丁尼瘟疫为鼠疫。① 进化树显示，ＹＰ 的基因组在不同
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可能与其应对多样化环境和宿

主的适应能力有关，导致每次瘟疫的流行病学特征与

致病性存在差异。引发黑死病的病原体就是一种现已

灭绝的 ＹＰ 变体②，具有极强的传播力。Ｍａｒｃｅｌ Ｋｅｌｌｅｒ等
研究者聚焦于中世纪流行于欧洲不同国家的 ＹＰ 基因组
的微多样性，通过系统的基因测序与分析，检测到在中

世纪鼠疫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流行期间，ＹＰ 基因组呈
现出相似的退化，其中包括两种同样的毒性元素，暗示

鼠疫杆菌在大规模流行期间可能经历了趋同的进化③。

其进化带来的数次大规模瘟疫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

人口损失，还对当时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乱葬坑可能指向传染病大流行

导致的集中死亡④，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Ｈａｒｂｅｃｋ 等学者对这一传
统观点做出了补充，２—３人等少数个体的集中埋葬现
象也可能是鼠疫等传染病传播导致的⑤。国内鼠疫研究

资料相对较少，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内的埋人现象

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其中 “鼠疫说”曾是解释该现

象的主流观点之一。但是房内所埋人骨遗骸的古病理

学研究并未观察到明显的疾病导致的骨骼异常，无法

从人骨上找到这一人群死亡原因的直接证据，且分子

生物学的研究也未获得有效的古 ＤＮＡ 数据⑥，疾病研
究结果尚不支持 “鼠疫说”的论断。

鼠疫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古分子研究证实

了鼠疫的多次大流行，将鼠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年，

逐渐构建出病原体演化路径与可能的传播轨迹，同时

补充了与鼠疫相关的考古学信息，提升了由考古背景

初步推断鼠疫存在的可行性。目前，古代鼠疫的传播方

式与路径仍存在争议，数次大流行的细节信息留有较

多空白，有待未来更多古代样本的出土和研究。古代人

类遗骸是否罹患鼠疫的科学诊断和对古代鼠疫的探究

基本依赖于古分子研究，相较于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可

直接通过体质特征观察的疾病而言，在诊断程序上更

为复杂，对骨骼遗存保存条件的要求也更为严苛，因而

开展古分子分析研究古代鼠疫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

由于古分子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国内鼠疫的考古学报

道数量相对较少，从考古背景初步推断鼠疫的标准也

尚未形成。

（二）疟疾

疟疾 （Ｍａｌａｒｉａ）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健康构
成重大威胁的寄生虫病，由疟原虫 （Ｐｌａｓｍｏｄ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引起，其中恶性疟原虫 （Ｐ ｆａｌｃｉｐａｒｕｍ）和间日疟原虫
（Ｐ ｖｉｖａｘ）是两种最致命的疟疾寄生虫。疟疾的传播与农
业发展、人口增长和迁移模式等因素有关。⑦

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现存所有恶性疟原虫均源自

黑猩猩寄生虫瑞氏疟原虫，可能在距今 ３００万年前至 １
万年前通过单宿主传播⑧；间日疟原虫可能在约 ４ ５万
年前智人进入欧洲时已广泛存在⑨，此后长期对各地区

人群产生影响。在历史时期，疟疾的空间分布较广，不

仅频发于欧洲和美洲，也存在于高海拔地区。例如，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Ｍａｒｃｉｎｉａｋ等人对意大利南部 １ 至 ２ 世纪古代
人类遗骸进行的研究表明，疟疾可能在罗马时期就已经

在地中海地区流行。瑏瑠 其他研究者还在位于尼泊尔喜马

拉雅高海拔地区的 Ｃｈｏｋｈｏｐａｎｉ遗址发现了公元前 ８００年
的恶性疟原虫疟疾病例瑏瑡，提升了人类对于古代疟疾分

布范围的认识。

除历史流行情况外，古 ＤＮＡ 研究在揭示疟疾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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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殖民者将间日疟原虫带

至美洲，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可能将恶性疟原虫引入

美洲。① Ｍｅｇ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等人发现，现已灭绝的欧洲间日
疟原虫与拉丁美洲古代及现代的寄生虫种群相似，很

可能是在欧洲殖民美洲期间，欧洲殖民者将疟疾传播

给美洲土著人民。此外，美国恶性疟原虫与现代非洲寄

生虫基因表现出很强的相似性，由此推断，很可能是跨

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导致了这种寄生虫在大西洋区域的

传播。② Ｐｅｒｅ Ｇｅｌａｂｅｒｔ等人通过重建疟原虫线粒体基因
组序列，对欧洲间日疟原虫线粒体 ＤＮＡ 基因组进行系
统发育分析，发现该欧洲分支与当今南美洲最常见的

单倍型密切相关，支持疟疾可能在后哥伦布时代人群

互动过程中由欧洲传入美洲这一假说。欧洲恶性疟原

虫线粒体 ＤＮＡ 还与当今的印度菌株存在关联③，显示
出疟疾在人类历史上复杂的分化发展与传播互动。重

建古代疟原虫基因组的能力，也为今后研究人类历史

上疟疾寄生虫的起源、传播、进化和文化影响奠定了

基础。

古 ＤＮＡ研究还探讨了疟疾对人类遗传基因的影响。
许多抗疟等位基因早在农业出现前就已存在，由于部

分基因还与其他免疫应激反应相关，无法确定疟疾是

否为致病因子。④ 与镰状细胞性贫血相关的血红蛋白 Ｓ
变异和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 （Ｇｌｕｃｏｓｅ６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Ｇ６ＰＤ）缺乏症等变异被认为有助于人
类对抗疟疾，在疟疾大流行地区，自然选择可能促进了

这些遗传变异的频率增加。⑤ 这些遗传适应性的研究不

仅帮助现代人理解疟疾如何在历史上的长期互动中塑

造了人类基因组，还为现代疟疾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

的遗传学信息。

古分子研究已经证实了通过人类骨骼遗骸可以重

构疟原虫的线粒体与核基因组，获悉全基因组数据⑥，

为今后研究人类历史上疟疾寄生虫的起源、传播、进化

和文化影响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讨论了疟疾的起源

与流行、传播途径及疟原虫演化与人类基因突变的复

杂关系等重要问题。然而，在研究材料上，地中海地区

作为历史上疟疾最猖獗的区域，由于温暖的环境条件

不利于 ＤＮＡ保存，其古代基因组数据较为匮乏，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古代疟疾研究的开展。⑦ 目前，疟原虫自

身的演化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等话题中仍有多种假

说共存，各种类疟原虫之间的复杂关系尚不明晰⑧，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支持。

（三）病毒性疾病

古 ＤＮＡ技术在病毒性疾病研究中的应用，特别是
在古代流感病毒⑨和乙型肝炎病毒瑏瑠的演化历史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研究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关于

古代病毒流行病学的重要数据，还增进了现代人对历史

进程中病毒与人类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１ 流感。

流感即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引起的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其中，甲型流感的宿主范围广，包含猪、禽类等长期融

入人类生活的动物，可在人与动物间传播，且具有高变

异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较大。临床观察表明重症甲型

流感患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且肺炎是流感患者最常见

的继发症，发展至重症时致死率较高。瑏瑡 流感病毒作为

全球大流行病的病原体，其历史传播和影响一直是研究

的热点。

根据中医文献记载推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

人可能已经对流感有一定的认识瑏瑢，外国历史文献中最

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 ４１２年的希腊瑏瑣。学界公认首次流
感大流行发生于 １５８０ 年，遵循亚洲—非洲—欧洲—美
洲的传播路径瑏瑤，而自公元 １５９０ 年以来可能发生了 １０
至 １３次流感大流行。瑏瑥

通过应用古 ＤＮＡ技术，研究人员能够从保存下来
的样本中重建流感病毒的遗传史。Ｔａｕｂ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等人通
过对 １９１８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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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测序与系统发育分析，检测到了与现代高致病性禽流

感毒株 Ｈ５Ｎ１相似的聚合酶蛋白氨基酸变化。① 另一研
究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当 ＰＢ２、ＰＡ 和 ＮＰ 蛋白来自
人源病毒时，禽源 ＰＢ１ 蛋白仍表现出最强的体外转录
活性。由此，研究者提出 １９１８年大流感并非像 １９５７年
和 １９６８年大流行那样由重配毒株引起，而是禽流感病
毒经过适应性进化感染人类，重配获得或是直接来自

禽流感病毒的禽源 ＰＢ１蛋白可能赋予了三次大流行的
流感病毒复制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流感病毒的致病

性。②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流感病毒的历

史传播和病毒对宿主的适应过程，还为现代流感病毒

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尽管流感应该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生多

次大流行，目前流感仅能追溯至百年前，更早时期的资

料较为模糊③，主要依赖文献记载，缺乏科学实证。当

下古分子研究关注的流感严格意义上发生于近代。

２ 乙型肝炎。

肝炎同样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中乙型肝

炎是肝细胞癌的第二大致癌因素④，由乙型肝炎病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ＨＢＶ）引起，这也是导致人类肝炎
的主要病原体，可由母婴传播或经血液和生殖器分泌

液传播。⑤

ＨＢＶ的历史分布和演化一直是古代疾病研究的重
点，其起源很可能与远古时期频繁的跨物种传播有

关⑥。通过对古代 ＨＢＶ患者的 ＤＮＡ进行测序，研究人
员能够追溯该病毒的遗传变异和演化路径。关于 ＨＢＶ
在人类中的起源这一话题，学界提出非洲⑦和美洲⑧两

种起源假说。

几乎所有 ＨＢＶ基因型都有悠久历史，共同祖先可
追溯至约 １２０００年前⑨，目前在俄罗斯和匈牙利发现了
距今 ４３００年的 Ａ基因型，Ｄ基因型古代样本均来自中
亚，ＨＢＶ的传播可能主要通过欧亚大陆人类大迁徙实

现瑏瑠。具体来说，研究人员从亚欧大陆和美洲人类骨骼

遗骸中提取到了长时段的 ＨＢＶ 基因数据，将所有基因
型最晚近的共同祖先追溯至距今约 ２００００年至 １２０００年
前。瑏瑡 Ｍüｈｌｅｍａｎｎ等人分析了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 ＨＢＶ
患者基因组，发现在非洲和亚洲常见的基因型以及一

个印度亚基因型在欧亚大陆早已存在，从古代和现代

ＨＢＶ基因型中观察到的时空分布与这一时期人类大迁
徙的历史记载吻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ＨＢＶ 在古代欧
亚大陆的遗传多样性和演化历史以及欧亚大陆间人口

的流动。此外，ＨＢＶ的某些基因型可能与特定的地理
区域或人群有关，构建完整传播网络还有待未来更多

古 ＤＮＡ研究结果的支持。瑏瑢

经过数十年的古分子研究，ＨＢＶ 多种基因型的古
老性已被考古发现与古分子研究证实，长期跟随人类大

迁徙的传播网络初步构建。然而，ＨＢＶ 的起源与进化
规律等诸多重要问题都存在矛盾的证据或不同的假

说瑏瑣，亟需寻求更多确凿证据进行验证。

古分子研究突破了传统考古学研究和体质特征观

察对少量个体的初步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人类，

能够揭示疾病致病原理，揭示仅凭现代序列难以体现的

病原体进化复杂性，追溯病原体的传播，探寻其与人类

的复杂互动。

随着提取和分析技术的不断提升，１０ 万年内的人
类和病原体的遗传研究在未来将会越来越普遍。瑏瑤 国内

古分子研究在探究古代疾病进而解析古代社会发展与

人类演化进程方面仍有巨大潜力。

四、多学科研究范式下的古代疾病

古代疾病研究始终面临证据碎片化、疾病表现复

杂性等诸多挑战，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难以全面且

准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在此背景下，

多学科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古代疾病研究的核心路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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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整合传统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考古学、历

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通过学科交叉融合，

不仅能够从骨骼病变等体质特征中获取直观信息①，还

能借助古 ＤＮＡ 分析、蛋白质检测等前沿技术深入探究
疾病在分子层面的发作机制、演化轨迹以及传播路

径②。无论解析代谢性疾病的致病原理③，还是诊断骨

骼特异性感染并构建疾病时空框架④，多学科研究范式

均展现出显著优势，有助于系统理解古代疾病的出现、

发展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代谢性疾病

在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代谢性疾病始终是影响

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部分代谢性疾病会产生明显的

骨骼病变，同时也和个体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如佩吉特

骨病和软骨发育不全性侏儒症两大代谢性骨病。在这

种特殊的情况下，传统体质特征和古分子相结合的多

学科研究范式可以更准确地揭示该类代谢性疾病的致

病原理。

１ 佩吉特骨病。

佩吉特骨病 （Ｐａｇｅ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ｂｏｎｅ，ＰＤＢ）又称变
形性骨炎，是一种慢性骨代谢疾病，其病理机制在细胞

层面表现为破骨细胞增大、增多，同时伴随成骨细胞增

加且矿化不良，致使骨形成加快 ６至 ７倍。这种代谢异
常会导致新骨混乱，表现为骨骼外观增大、外表坚硬、

但骨质量较差的病症，多累及盆骨、颅骨、长骨等骨

骼，并且极易引发骨折、骨肉瘤或关节炎等并发症⑤。

ＰＤＢ的病因尚不明晰，早期认为佩吉特骨病或与人畜
共患的传染病有关⑥，现代遗传学研究表明 ＰＤＢ有家族
遗传倾向，患者的 ＣＳＦ１、ＯＰＴＮ 和 ＴＮＦＲＳＦ１１Ａ 三种基
因更易出现缺陷⑦。

较早的 ＰＤＢ 可追溯至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至前 ２０００ 年
的法国与意大利⑧，欧洲地区不断有历史时期人骨证据

出土，而亚洲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病例的发现与报道均

较少。在欧洲地区，英国诺顿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多具中

世纪成人骨骼与现代 ＰＤＢ 具有相似的骨骼病理特征，
且古 ＤＮＡ分析显示 ｍｉＲ１６表达水平与现代病例一致，
由此判断古代样本应罹患 ＰＤＢ。与现代 ＰＤＢ 相比，中
世纪 ＰＤＢ患者骨骼呈现的病理变化更多样，平均发病
年龄更低，且发生病变的骨骼比例较高，可能由特殊生

活环境或遗传因素所导致。蛋白质检测结果显示 ｐ６２蛋
白可能在 Ｃ 末端泛素结合结构域发生修饰，导致成骨
细胞异常活跃，进而影响骨骼发育，这一发现为 ＰＤＢ
这一疾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见解。⑨

目前，有关古代 ＰＤＢ 的多学科研究能够通过体质
特征与核酸双重证据实现 ＰＤＢ 的精确诊断，初步构建
ＰＤＢ的历史分布，比较 ＰＤＢ在古代特定时期与现代发
展的差异，发现古代 ＰＤＢ 在分子层面的发病机制。针
对 ＰＤＢ等人畜共患或与动物存在一定关联的疾病，若
能综合考量各类证据类型，对人类与动物骨骼遗存开展

古病理学与古分子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复杂病症的认

知⑩。若能在目前病例较少的亚洲地区发现更多病例，

也将丰富人类对 ＰＤＢ的认知。
２ 软骨发育不全。

侏儒症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一种代谢性疾病，

软骨发育不全 （Ａｃｈｏｎｄｒ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ＣＨ）是侏儒症的一
种类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现代医学

观察显示约 ８０％患儿由新发变异引起，约 ２０％是由家
族遗传所致。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３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３，ＦＧＦＲ３）基因 （ＯＭＩＭ＃１３４９３４）
是其主要致病基因，ｃ １１３８Ｇ ＞ Ａ （ｐ Ｇｌｙ３８０Ａｒｇ）和
ｃ １１３８Ｇ＞Ｃ （ｐ Ｇｌｙ３８０Ａｒｇ）是最常见的 ２ 种致病性变
异瑏瑡。软骨发育不全患者在外观上具有显著的体质特

征，与人骨遗骸相关的典型临床表现为非匀称性身材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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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材明显缩短，且四肢较短，活体中也伴随有前额

突出和面中部后缩，呈现特殊的面部形态，同时存在罹

患多系统并发症的风险①，患者平均寿命缩短 １０年。
软骨发育不全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根据历史记载

和艺术作品的相关描绘，古代埃及应有不少相关病

例②，目前较早的骨骼证据来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法

国③。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对软骨发育不全的

认识，Ｌｕｃａｓ Ｌ Ｂｏｅｒ等学者在一例 １８０年前软骨发育不
全骨骼样本中检测到了 ＦＧＦＲ３ 基因编码的杂合子
Ｇ１１３８Ａ变异，以历史证据有力证实了该病症是由基因
ＦＧＦＲ３的致病性错义突变引起④。对于体质特征不典型
或不明确的古代人类骨骼遗存，通过古分子研究证实

其携带 ＦＧＦＲ３基因特定的致病性变异可以辅助诊断。
多学科方法在古代 ＡＣＨ研究中具有巨大运用潜力。

体质人类学与古分子研究可以实现 ＡＣＨ 的精确诊断，
并进一步从分子层面探究致病原理。而 ＡＣＨ作为考古
环境中最常见的发育不良类型之一，根据考古背景如

墓葬位置体现出的患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研究者可

以推测特定时期身体缺陷对社群融入的影响⑤，从疾病

探究社会文化因素。

传统体质鉴定、古分子检测与考古学的结合能够

较为准确地鉴定古代人类的代谢性疾病类型及其患病

情况，尤其是遗传类代谢性疾病，补充对疾病历史的认

识，探究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同时也为致病机制的探

索提供古分子学方面的证据，深化现代医学与生物学

对于特定疾病的了解。

（二）骨骼的特异性感染

特异性感染是指由于已知确切致病菌所引起的传

染性疾病，骨骼的特异性感染主要包括麻风、梅毒、雅

司病和结核病等。⑥ 当前，针对骨骼特异性感染的研究

多采用体质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

方法。

１ 麻风。

麻 风 （Ｌｅｐｒｏｓｙ）是 一 种 由 麻 风 分 枝 杆 菌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ｌｅｐｒａｅ）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可能会导
致鼻腭综合征、肢骨远端溶解等独特的骨变异。⑦ 在古

病理学研究中，发生骨质改变的瘤型麻风病最为常见，

此类患者抵抗力低，通过与环境中的病原体的长期接

触，人类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增强，发展为传染性更弱的

结核样型麻风。历史证据表明，麻风患者由于面部和四

肢形态异常，生理与心理健康都受较大影响，但这种在

历史上引发空前大恐慌与偏见的疾病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向推动了人类免疫力的提高。⑧

目前，较早的麻风病骨骼证据是来自埃及三角洲

地区公元前 ２５０ 年 （托勒密时期）的四具头骨，据学

者推断此时麻风病已存在多年，可能起源于非洲。⑨ 目

前，麻风病最初如何感染人类及其传播过程都尚无定

论，根据出土骨骼信息和历史文献，有说法认为麻风病

是由亚历山大东征从印度恒河流域带入地中海地区⑩，

有研究者提出麻风病可能是在殖民时期传入新大陆瑏瑡，

也有证据表明麻风病是从亚洲传入北美瑏瑢。

对古代麻风的研究开始较早，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Ｍｌｌ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就运用来自丹麦中世纪麻风病医
院墓地的骨骼材料，揭示了当时临床医学尚未察觉的麻

风病典型骨病变特征，使人们首次识别麻风病患者的骨

骼变化，古病理学研究直接对现代医学作出了巨大贡

献。瑏瑣 过去古代麻风病的研究主要依赖出土人骨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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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国内外如西安幸福林带唐代遗址、山西省朔州

市平鲁县汉代墓葬、意大利公元前 ４—前 ３世纪墓地等
出土的人骨遗骸中均发现麻风病例。① 通过这些报道发

现麻风病存在的时间跨度较大，分布范围较广。近年

来，古分子研究为麻风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

于在未来进一步探讨麻风病的传播路径、影响麻风分

枝杆菌毒力的基因变化与麻风病在中世纪衰落之间的

关联②，及其与结核病 “此消彼长”的科学解释。

２ 密螺旋体疾病。

梅毒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和雅司病 （Ｙａｗｓ）分别由梅毒螺
旋体和雅司螺旋体引起，均属于密螺旋体疾病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ｉａｓｉｓ），会使骨骼发生特异性感染，但传播方
式存在差异。晚期梅毒最显著的特征是骨膜反应和胫

骨重塑，同时伴有骨质破坏，在古病理研究中具有易于

辨认的人体骨骼改变。

密螺旋体疾病主要存在四种起源与传播理论③，其

中哥伦布假说认为该疾病由美洲传至欧洲，而前哥伦

布假说持相反观点④；一元论认为密螺旋体疾病由一种

单一的有机体引起的，受气候、社会和人口因素影响产

生不同表现⑤；菌株进化论认为约公元前 １５０００年时密
螺旋体疾病从非洲向全球传播，约公元前 １００００年菌株
第一次发生突变，将品他病转变为雅司病，约公元前

７０００年左右转变为地方性梅毒，适应温暖干旱气候，
从非洲一直延伸到西亚至中亚地区，于公元前 ３０００年
左右在西南亚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演变为性病梅毒。⑥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密螺旋体病案例来自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至前 ５００年青海地区的卡约文化⑦，可能伴随游牧民
族从地中海或中东地区与欧亚草原传播而来，正处菌

株进化论支持的流行区最东北部⑧。而性病梅毒在唐代

就已存在于中国。⑨

雅司病、性病梅毒和地方性梅毒三类疾病对骨骼

造成的损伤范围和特点较为相似，在部分情况下仅针

对病变的骨骼标本很难区分到底是由哪类疾病所造

成⑩，而多学科研究能够实现精细诊断。Ｋｅｒｔｔｕ
Ｍａｊａｎｄｅｒ等学者从 １５世纪欧洲人类遗骸中提取到四个
古代梅毒螺旋体基因组，其中两个属于梅毒螺旋体的

变异范围内，另两个为近似雅司螺旋体的菌株，这显示

古代欧洲梅毒螺旋体基因组中存在高度多样性，并证

实了欧洲存在地方性梅毒。瑏瑡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普及还

能够构建疾病发展的时空框架。根据分子钟推算，密螺

旋体家族最晚近的共同祖先 ＴＭＲＣＡ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２０００年。瑏瑢 世界大部分地区均发现了不同时期密螺旋体
疾病古病理的实证案例，其传播可能与各地人群迁徙

存在密切关系。根据测年结果，梅毒存在于接触新大陆

前的欧洲，因此可能起源于旧大陆地区，近年来的古分

子研究结果逐渐推翻了梅毒是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到欧

洲的传播路径假设。瑏瑣

多种起源假说均支持密螺旋体疾病应非我国起源，

国内对古代密螺旋体疾病的发现和报道较少，史前、汉

晋、南北朝、唐宋均存在可能的个例，部分无法细分具

体类型。研究方向主要为通过体质特征诊断密螺旋体疾

病，并根据时代背景和地区特征的考古学或历史学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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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论，认为其随外来移民和商业活动等传播①，少量多学

科研究依托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古环境学方

法②，未见融合古分子视角的相关研究。

在古籍中可见类似密螺旋体疾病的相关记载③，且

骨骼遗存表明密螺旋体疾病在青铜时代已经进入中

国④，因而我国作为重要的被传播地，研究国内古代密

螺旋体疾病对了解该疾病的演化与传播具有一定意义。

包含古分子研究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可以确诊具体类型，

讨论个体所属人种与来源，在全球视角下的密螺旋体

疾病研究中对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分析结果作出重要

补充，验证疾病起源假说。

３ 结核病。

结核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ＴＢ），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
菌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引发的慢性传染病，
是人属疾病中最古老的疾病之一⑤，至今仍是全球范围

内导致死亡的主要传染病。人体感染结核主要是由人

型结核分枝杆菌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和牛型
结核分枝杆菌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ｏｖｉｓ）所致。受限于考
古材料中软组织遗存的稀缺性，古代疾病研究在体质

特征方面主要通过骨骼病变探究骨结核的患病情况。

骨结核一般是继发病灶或是局部表现，较为罕见，仅约

３％至 ５％的结核病病例会发生骨骼病变。脊柱病变占骨
骼病变的半数左右，典型体质特征为椎体破坏，形成孔

洞，导致受累椎体塌陷、相邻椎体粘连的骨骼形态变

化。此外，关节干酪样变性、肋骨病变、胸膜钙化、颅

内新骨形成等病变也可能与骨结核存在关联。

早期对结核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形态观察，结合

放射学和组织学方法进行，总结出结核病的诊断标准，

奠定了结核病古病理研究的基础⑥。随着古分子研究的

进步与古代病原体 ＤＮＡ的发现，对结核病的古病理研
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结核分枝杆菌进化理论等得到

突破，在揭示结核病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学科研

究表明，与结核病相关的基因变异可追溯到 ３００００ 年
前⑦，而最早的病例来自公元前 ８０００年左右的以色列新
石器遗址⑧，欧洲⑨、亚洲、非洲瑏瑠等地区都有大量古代

结核病的报道和研究，其在亚欧大陆的传播或与人群

迁徙存在关联瑏瑡。具体而言，通过对 １０１３ 个古代欧洲
人群基因组的大型数据集进行分析，Ｇａｓｐａｒｄ Ｋｅｒｎｅｒ 等
人发现了一个与 ＴＢ 易感性相关的基因变异———ＴＹＫ２
Ｐ１１０４Ａ。研究表明，ＴＹＫ２ Ｐ１１０４Ａ 变异体可以追溯到
约 ３０，０００年前的西欧亚人群的共同祖先。随着安纳托
利亚新石器时代农民和亚欧大陆牧民大规模迁入欧洲，

变异体出现频率显著波动，其中在青铜时代 Ｐ１１０４Ａ变
异体的频率显著增加，但在铁器时代之后，其频率急剧

下降，这表明在过去 ２０００年中，这一变异体受到了强
烈的负向选择，导致纯合子的相对适应度降低了 ２０％，
证实了这一时期结核病给欧洲人群健康带来的巨大负

担。瑏瑢 这一研究不仅提供了 ＴＢ 在历史上流行的直接证
据，还揭示了人类对 ＴＢ的遗传易感性。

目前，结核病的古分子研究在国内开展较少，国

内古代结核病的诊断仍主要依靠传统体质特征分析。例

如，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出土了青铜至铁器时代

的 ２例罕见脊椎病理性损伤个体，出现较为严重的溶解
性病变。根据 ＣＴ和 Ｘ光影像学分析及临床医学资料参
考，高国帅等人推测两例个体应患脊柱结核病，认为该

病感染可能与动物的驯化和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城

市化发展、人口过度拥挤等多种因素有关瑏瑣，但是缺乏

古分子学证据。

由于骨骼的特异性感染不仅可以通过体质特征和

ＤＮＡ检测两种方法进行精确诊断，还能对传染病具体
病因、病菌的传播与自身演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

此，多学科分析方法具有巨大运用前景。纵观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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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口流动始终是传染病扩散的主要途径，微生物与

人类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同步传播、改

变。① 对骨骼特异性感染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了解病菌

演化的生物学意义，也是探究古代社会文化重要手段。

麻风、密螺旋体疾病、结核病等骨骼特异性感染

的多学科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疾病的起源、传播与

演化以及人类与病原体的互动等话题仍然留有巨大的

讨论空间，国内学者需进一步拓展多学科尤其是古分

子方面的研究。

（三）肿瘤

肿瘤可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良性肿瘤往往在

原发病灶独自生长，仅在局部扩散；恶性肿瘤是指原发

生长物向身体其他器官无限制地局部扩散，在肿瘤发

生部位可能还伴有自发性骨折。② 国内外古代样本中可

由体质特征判断的的良性肿瘤包括骨瘤、骨样骨瘤、骨

血管瘤等。骨血管瘤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ｓ）为原发于骨血管
的良性肿瘤，是一种掺杂于骨小梁之间的呈瘤样增生

的血管组织，好发于扁骨，如脊柱、颅骨、颌骨，长骨

少见，分为海绵型和毛细血管型③。在考古样本中可辨

别血管瘤的皮质破坏属于疾病晚期特征，多发生于老

年个体，因此考古样本中呈现的骨血管瘤患病率远低

于现代临床样本，如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Ｍｏｌｔｏ等研究者在一具埃
及地区出土的罗马时期老年女性骨骼上诊断出晚期脊

柱血管瘤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ｓ，ＶＨｓ）。④ 恶性肿瘤
包括骨肉瘤、多发性骨髓瘤、骨转移癌等。骨转移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是指原发于某些器官的恶性肿
瘤通过血液循环、淋巴系统或脑脊液转移到骨骼的继

发性恶性肿瘤，通过再转移或直接浸润到骨骼造成骨

破坏。⑤ 例如张群等对宁夏石砚子墓地出土的东汉时期

颅骨缺损个体开展体质观察，血管压迹的增粗和加深

显示出滋养肿瘤的异常血管形态，推测个体颅骨所见

的大面积骨质破坏应由颅骨转移癌所导致⑥。

根据文字记载，肿瘤在中国可追溯至公元前 １６至

前 １１世纪的殷商时期，汉墓出土的 《五十二病方》中

已有骨睢 （疽）及其治疗方案的记载。⑦ 错构瘤在距今

约 ５３００年的仰韶文化人群中已经出现，错构瘤是一种

类瘤样畸形，不是一种真性肿瘤，可归入肿瘤性疾病，

表现为古代人类颅骨上常见的圆形致密骨质凸起。⑧ 在

真性肿瘤中，中国甘肃地区发现了距今 ４０００年前的脑

肿瘤病例。⑨ 在世界范围内，北欧和北非地区的古代癌

症病例最多，具有生物考古证据的人类癌症病例最早

可追溯至公元前 ４０００年瑏瑠，研究人员还在南非斯瓦特颗

兰斯洞穴距今 １６０万至 １８０万年前的人科骨骼化石上发

现了癌症痕迹瑏瑡，显示出人类长期的癌症史。

目前，古代肿瘤主要基于骨骼上的缺陷或肿块进

行诊断。瑏瑢 人类遗体在腐烂分解过程中会对骨骼产生不

同的影响，可能出现类似癌症破坏造成的结果，抑或掩

盖原发肿瘤的踪迹。瑏瑣 此外，股骨良性增生等病症也可

能会被错误诊断为肿瘤。古代人群患癌率显著低于现代

人群，除诊断误差外，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其死亡年龄普

遍低于现代人群癌症高发年龄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

受到饮食和环境因素影响，与现代社会致癌物质的普遍

性存在关联。瑏瑤

对肿瘤的初步诊断主要依赖骨骼遗存的体质特征

观察，而组织学的应用则能够实现对木乃伊样本的肿瘤

诊断，拓展了对古代肿瘤类型的了解。研究者已经成功

诊断出了多种良性肿瘤，包括皮肤纤维瘤、脂肪瘤、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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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的疾病研究史述评

常疣、尖锐湿疣等。① 其中，尖锐湿疣是由特定类型人

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引发的外生殖器及肛周区域皮肤
乳头状瘤。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多美尼克教堂中的一具

１６世纪女性木乃伊是来自阿拉贡王国的贵族玛丽。其
外阴区的宏观体质和组织学特征显示可能存在肛门生

殖器疣，结合古 ＤＮＡ 研究，确诊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 １８
和基因为 ＪＣ９８１３ 的低致癌性 ＨＰＶ。② 阿拉贡国王费兰
特一世木乃伊的组织学分析显示其患结直肠癌，ＤＮＡ
研究检测到结直肠癌中 Ｋｒａｓ基因最常见的突变，可能
遵循 Ｋｒａｓ突变驱动结直肠癌的典型病理机制。稳定同
位素分析表明费兰特一世摄入大量肉食，高肉食摄入

可能导致体内烷基化物质的增加进而刺激 Ｋｒａｓ基因突
变。③ 恶性肿瘤的显微诊断结果以上皮性癌为主，尚未

发现现代人群中常见的肺癌、肝癌、胃癌等内脏器官癌

症，有待进一步研究。④ 对古代恶性肿瘤的研究也有助

于理解现代恶性肿瘤所致的癌症的发病机制，以更好

地应对这一全球性健康危机。

对古代肿瘤的研究综合了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

物学、组织学、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学、医学、历史

文献与艺术作品研究等多种学科，在少数较为全面的

研究案例中能够进行精确诊断和病因推测。尽管近年

来已开发出多种癌症生化检测方法，但由于假阳性结

果的发生率较高，这些检测手段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

也较为局限，不能作为干尸材料的诊断依据。⑤ 组织学

的运用对古代人类遗骸的保存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此类报道主要集中于埃及，智利和意大利可见少

量。⑥ 尽管适用样本较为有限，但组织学为研究古代人

类疾病提供了全新思路，古代肿瘤的研究案例也是目

前综合性最强的多学科研究范式。

当前，古代疾病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研究路径，可综合运用体质人类学、古分子生物学、

组织学、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学、医学及历史文献与

艺术作品研究等多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文理结合

的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应用潜力与学术价值已经在古代

代谢性疾病、骨骼特异性感染和肿瘤的研究中得到了

初步验证，是未来古代疾病研究的重要方向。

五、结语

古代疾病研究作为生物人类学、考古学与分子生

物学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其学科价值早已超越技术

方法迭代的表层范畴，迈入以认知重塑为核心的新阶

段。体质特征分析、古分子研究与多学科范式的递进融

合，不仅为识别古代疾病类型、追溯病原体演化提供了

更精准的工具，更从根本上打破了疾病史与人类文明

史的割裂壁垒，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疾病作为隐形变量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深层作用，彻底革新了对健康、疾

病与文明互动关系的传统认知。

体质特征分析的价值重构，在于其从疾病诊断工

具转变为解读古代社会的生物学密码。通过代谢性疾病

（如骨质疏松症、氟骨症）的群体分布差异⑦，我们得

以关联农业转型对饮食结构的改变、社会阶层对营养资

源的分配 （如古埃及不同阶层人群的骨密度差异）⑧；

通过骨骼感染 （如骨关节病、骨膜炎）与创伤的类型

分析，我们能还原古代人群的职业分工 （如殷墟铸铜

人群的上肢骨关节炎高发）、暴力冲突模式 （如青铜时

代农牧交错带的箭矢创伤）⑨，甚至生计模式的区域分

化 （如贝丘遗址人群的跪距面与渔猎活动的关联）瑏瑠。

这种从骨骼痕迹到社会图景的认知跃迁，使古代健康史

不再是孤立的病理记录，而是嵌入古代社会经济、文化

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可量化、可

验证的生物学实证。

古分子研究的突破性贡献，则在于其打破了病原

体演化与人类历史的时空壁垒，首次从分子层面证实疾

病是塑造人群迁徙与文明格局的核心力量。对鼠疫耶尔

森氏菌基因组的重建，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该病原体

通过欧亚贸易网络扩散的轨迹，印证了物质交流与疾病

传播同步发生的历史逻辑，填补了史前流行病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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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文化更替的认知空白①；对疟疾、乙型肝炎

病毒的古 ＤＮＡ 分析，不仅追溯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欧亚人群迁徙中的病原体传播路径，更发现了人类与

病原体的基因共演化证据 （如抗疟基因的自然选择）②，

使我们意识到健康适应本身就是人类演化的重要驱动

力—这种认知突破，让疾病史从边缘学科话题跃升为

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维度之一。而多学科研究范

式的成熟③，则标志着古代疾病研究进入系统阐释文明

互动的新阶段。通过整合体质人类学的病理观察、古分

子生物学的基因证据、稳定同位素的饮食分析与考古

学的文化背景等，我们得以搭建疾病、社会与文明的完

整认知链条，例如对软骨发育不全的研究，不仅通过

ＦＧＦＲ３基因变异确诊疾病④，更结合墓葬位置、社群布
局推测古代社会对身体缺陷的接纳程度；对肿瘤的多

学科分析⑤，通过组织学、古 ＤＮＡ 与同位素结合，揭
示了饮食结构 （如高肉食摄入）与基因变异 （如 Ｋｒａｓ
突变）的关联，为理解古代生活方式如何影响疾病发

生提供了立体视角。这种跨学科融合，彻底超越了单一

学科的局限，使疾病如何参与文明演进的深层探讨成

为可能。

当前国内外研究的核心差距，并非技术应用的数

量差异，而是认知层面的深度落差。国内研究仍以体质

人类学的描述性分析为主⑥，古分子等新兴技术的应用

多停留在个案层面，尚未充分依托技术优势开展疾病、

社会与文明互动的系统性研究。未来的研究需从三方

面着力突破：其一，进一步细化体质特征分析标准，完

善古代疾病的诊断体系，提升传统研究范式的科学性

与准确性；其二，加强骨骼材料的古分子研究，以获得

对古代疾病、病因和病史等更全面的了解，为研究古代

人类健康状况和致病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其三，在上述

两方面的基础上，探索古代疾病的多学科研究范式，以

体质特征为主、古分子为辅诊断疾病类型，依托古分子

研究探索发病机制及疾病与人类在分子层面的互动关

系，融合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和考古背景

及文献材料等传统考古信息，探讨疾病背后的社会文

化因素。目前古代疾病研究起步较晚的亚洲地区也在

逐步建立区域数据库，未来通过完善与整合不同时空

框架下的古代疾病数据，结合多学科研究范式，不仅有

望进一步识别疾病感染与传播的共性规律及区域差异，

构建全球尺度的疾病发展史，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开辟

新道路，同时深化对现代疾病的了解程度，为现代社会

应对各类疾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历史经验与科学启示。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４２５７２００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２３ＣＫＧ０２９）资助〕

［魏偏偏，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古人类研
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赵嘉婕，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生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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